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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英帝國各殖民地工作的錫克警察，是全球史研

究一個很好的樣本。這些錫克人本身是被殖民者，但他們又被英帝國政府招募至

其他殖民地充當殖民秩序的維護者。這一雙重身份使得國族史和殖民帝國史的敍

述範式都無法準確客觀地重現他們的歷史。本文試圖通過強調英帝國殖民地之間

的多層級聯繫，特別是香港和新加坡兩地警務部門以及錫克移民社群的互動，來

重新建構作為殖民警察的錫克人的歷史。本文認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

帝國各殖民地之間的人員、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促成了各地錫克警察部隊的形成與

發展。但到了1920至1930年代，跨國網絡卻又促進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傳播，

因而迫使各殖民當局開始監視和控制其下屬的錫克警察。這種監控一直持續到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關鍵詞：錫克警察　新加坡　香港　全球史　殖民帝國史

一　導言

1897年5月22日早晨，錫蘭（今斯里蘭卡）首府科倫坡警察總部外的操場

上，一隊來自錫蘭、新加坡和香港的警察正在操練。在隊列中，香港的警察

部隊並不僅僅是由中國人組成，還包括了10名錫克警察，而在新加坡的隊列

中也可以見到24名錫克人。幾天之後，這些警察將會登上前往倫敦的輪船，

去參加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的慶典1。

十九世紀末的日不落帝國正處於其鼎盛時期，其殖民地遍布全球。因

此，新加坡和香港殖民政府派遣其優秀的警務人員去參加女王的登基慶典並

以此彰顯日不落帝國的榮耀，本是不難理解的。但值得深思的是，為甚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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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和新加坡這兩個以華人為主要人口的殖民地的警隊中會有生活在印度西北部

旁遮普地區（Punjab）的錫克人？是甚麼原因促使這兩個殖民地的政府招募千里

之外的錫克人來擔當警察？歷史學家如何去理解這一現象？錫克人為甚麼會願

意背井離鄉來到異地擔任警察？他們到達當地之後怎樣工作和生活？為了解答

上述問題：本文認為有必要對以往學界常用的殖民帝國史敍事範式加以全面檢

討，並以全球史研究方法重新審視錫克警察在英帝國亞洲殖民地的歷史。

本文認為以往關於殖民警察的研究往往會受困於兩個問題：一是過於強

調殖民地母國（以下簡稱「母國」）與單個殖民地之間的雙邊聯繫，而無法將英

帝國視為一個各部分相互聯結的網絡加以研究；二是深陷於自上而下的 

視角，過於強調殖民者在殖民警察制度形成中的作用，而忽略被殖民者自身

的主體性及其對於殖民制度的影響。通過將新加坡與香港的錫克警隊的形成

與發展等問題放在全球史的視角下加以考察，本文試圖更加客觀地展現出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存在於亞洲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間的一個相互聯

結、相互影響的多層級網絡2。

二　從殖民帝國史到全球史

關於東南亞和東亞地區錫克警察（又作「錫克巡捕」）的研究，可以歸結到

近代殖民帝國史（the Imperial History）的學術史框架之中3。以往殖民帝國史

的研究者傾向於將他們的研究對象分為兩個部分加以探討，即母國與殖民

地；當研究這兩者的聯繫時，學者只是着重於探索母國如何影響殖民地4。

在這一範式中，被殖民者或者被簡單地形容為受到西方殖民者壓迫和剝削的

受害者，又或者被視為西方輸出並試驗他們的「現代」制度、「現代」科學以及

「現代」理念的實驗室；至於（前）殖民地國家，官僚制度、社會管理理念以及

經濟生產方式皆是模仿或者是進口自西方世界，它們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些西

方的、現代的事物而已。過去我們對殖民警察的研究也是深深根植於這樣的

一種範式之中，警察被認為是一種源自於西方的現代社會控制制度。當西方

國家在其殖民地建立統治之後就引入了警察制度，以此來強化他們對當地社

會的管治5。

然而，學者們逐漸認識到了上述研究範式的缺陷。首先，全球範圍內殖

民地的多樣化並沒有被該範式所考慮到。當引入西方事物時，各個地區當然

會根據自身的特異性而將這些外來事物本土化，因此使得這種殖民帝國史的

研究範式顯得過於簡單。其次，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在這一範式中被完全抹

滅。被殖民者被視為沒有創新能力的、停滯不前的、落後原始的行為體。只

有當殖民者來到這些地區，給那些非西方民族帶來所謂的「啟蒙思想」和「現代

科技」之後，他們才能夠邁出「黑暗的中世紀」而進入現代社會。綜合這兩個方

面來看，母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在殖民

帝國史的範式下被簡化甚至是曲解為「衝擊—回應」模式，而在這一二元結構

中，被殖民者是永遠無法被承認為具有自我主體性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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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術論文 自1980年代以來，學術界展開了對殖民帝國史研究範式的反思和批判，

並在此基礎上出現了一批用新的方法和視角來研究殖民帝國史的論著。這些

運用了與以往不同的研究範式所寫成的著作又被稱為「新殖民帝國史」（the 

New Imperial History）7。新殖民帝國史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強調殖民帝國的回

歸，即殖民地以及殖民地人民對於母國所施加的影響。這一新的範式認為殖

民主義不僅僅是影響了殖民地及其人民，同時也改變了母國。從文化上來

看，在全球範圍內的殖民經驗重塑了西方文學與藝術，並改變了西方人對他

們自身的認識8。從政治角度看，在西方國家向世界其他地區輸出民族主

義、無政府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同時，非西方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反殖民

主義運動和反帝國主義運動也極大地改變了西方的政治版圖9。

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從事殖民警察研究的學者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在

殖民地的統治經驗在很大程度上也改變了殖民地母國政府對他們自己人民的

管治。某些研究甚至顯示倫敦和都柏林警察的社會治安維持措施與理念其實

深受英帝國殖民警察的影響bk。此外，與以往的殖民帝國史研究不同，新範

式提倡跳出母國與單個殖民地之間的雙邊互動模式，而在一個跨國網絡的多

邊框架下對殖民帝國進行重新審視。在這一跨國網絡中，人員、商品、知識

與制度得以在母國與各個殖民地之間流動bl。

總而言之，新的範式對於以往的殖民帝國史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與修

正。通過強調殖民帝國對於母國與殖民地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殖民帝國

史力求消除殖民地總是受制於母國這樣的歐洲中心主義觀。但「母國—殖民

地」的二元對立結構卻仍然存在於新範式之中。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當研究者

的注意力從殖民地轉回母國後，以往被殖民帝國史視為中心的「西方」在新範

式中反而被強化了。以此看來，新殖民帝國史所提倡的在跨國網絡下研究殖

民帝國的方法並沒有得到展開，西方仍然處在中心位置，而非西方世界則依

舊是在邊緣。

儘管新殖民帝國史仍然無法擺脫舊範式的制約，但它所提倡的跨國網絡

與多邊框架卻呼應了1980年代以來日趨成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研究方

法bm。與殖民帝國史所一向強調的「母國—殖民地」雙邊關係不同，全球史力

圖將世界各個地區的歷史進程放在一個相互關聯的整體中加以考量，以便能

更全面客觀地展現特定區域的歷史是怎樣由於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的流

動而發生變化的bn。通過運用這種方法，學者期望有效地去除根植於以往研

究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史觀。

實際上，當研究殖民警察的歷史時，某些研究已經注意到了包含在該議

題當中的跨國因素。例如，有學者指出英國殖民地尼亞薩蘭（Nyasaland，今馬

拉維共和國）的第一所警察學校實際上是由一位在南非警察部門供職了十年的

英國軍官幫助建立的。而該地警察部門在1940年代的改革則是由一位在巴勒

斯坦警察局工作了十四年的警官主持的bo。除了最易被觀察到的人員交流之

外，管治措施與理念也在跨國網絡中流動bp。當肯尼亞殖民警察最初建立

時，從印度招募而來的警員佔了絕大多數，該地警察部門的建制規模和規章

制度也都模仿自印度bq。在也門的英國殖民地亞丁（Aden），殖民當局特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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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從其他地區招募有經驗的警務人員，以向當地的警察傳授技能和知識br。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各地殖民警察部門的建立和發展都只有放在人員、知

識與制度的跨國流動中才能較全面地被理解。可惜的是，上述的研究仍然局

限在人為設定的國族史的框架之中，因此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尼亞薩蘭警察

史」或是「肯尼亞警察史」，着重強調的則是母國如何在特定的殖民地（獨立後

成為民族國家）境內建立和發展其警察機構，並以此對當地人民進行監控和彈

壓；對於殖民地之間以及殖民地與其他非西方地區的聯繫和互動則未進行深

入探討。即使是研究者所提及的跨國人員之間的流動，也僅限於擁有較高社

會地位的西方人，而對於那些社會中下層的個體（無論是西方人還是非西方人）

的故事卻甚少關注bs。

綜上所述，即使學者已經意識到了他們的研究對象中包含着跨國因素，

儘管他們試圖突破殖民帝國史的二元結構範式，但他們所依託的國族史敍事

方式卻限制了他們的視野。換句話說，在民族國家的歷史敍事結構之下，對

於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的跨國流動研究無法超越舊有的二元範式。為了

打破這種國族史研究框架的桎梏，並將殖民帝國史研究從「母國—殖民地」的

垂直結構轉化為以跨國網絡為主體的水平結構，從全球史的角度來對跨國因

素加以研究是既緊迫又必須的。但是，我們如何可以將全球史的研究範式運

用在具體的殖民帝國史的探索中呢？

在對舊有範式進行批判的過程中，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是將西方世界多元

化和邊緣化。換句話說，即既承認西方本身的多元性，也強調西方僅僅是整

個近代世界體系的一部分bt。從這點出發，本文認為當研究某個具體的殖民

帝國時，我們也不應當將其視為一個不可再化約的整體來看待；反之，這個

帝國本身也可以被認為是一個由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之

中，母國不再是中心而僅僅是偏居於其一隅。如此一來，原本界限分明的西

方與非西方、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以及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便模糊了起

來。下文將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活躍於新加坡和香港的錫克警察作為一

個範例，力圖展示有關殖民地的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是怎樣在以英帝國

為主體的跨國網絡中流動的，以及這些流動怎樣形塑了兩地的錫克警察部隊。

三　錫克殖民警察的誕生：殖民網絡與錫克移民網絡

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尤其是1857年印度王公兵變（Indian Mutiny）之後，

英帝國政府逐漸改變了以往對其亞洲殖民地進行間接統治的政策，而改由倫

敦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希望以此來加強統治。但當時各個亞洲殖民地的安

全形勢都不容樂觀。例如，馬來亞和海峽殖民地（1826至1946年間英國統治下

主要由新加坡、馬六甲、檳城三地組成的殖民地，1832年後其首府常設在新

加坡）華人秘密社團經常性的暴動已經嚴重威脅到殖民政府在當地的統治ck，

而猖獗的走私活動更是掏空了政府的稅收cl。這些不安定因素使得殖民政府

不得不將其很大一部分的財政收入用在社會管制方面，從而限制了殖民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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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學術論文 會的全面發展。例如在1880年，海峽殖民地花費了3,963墨西哥銀元cm在教

育方面，41,520銀元在社會醫療方面，而新加坡一地在警察方面的支出高達

116,368銀元cn。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此巨額的支出並沒有給殖民地的治

安帶來根本性的改善。因此，如何強化各殖民地的警察部隊成為了一個亟待

解決的難題，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則是何種人更加適合在亞洲殖民地

執行警察任務。

歷史上，大多數殖民帝國都不傾向於在其殖民地大規模招募西方人作為

警察，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殖民地直接招募當地人充當警察遠

較從殖民地母國招募警察廉價。例如，在1890年代的新加坡，一個馬來警官

的年收入僅有360墨西哥銀元，而僱用一個歐洲警官則需要720銀元一年co；

其次，西方人無法迅速適應熱帶和亞熱帶地區殖民地的環境，因而導致了極

高的缺勤率cp；再者，西方警察的表現也往往未如理想，很多只不過是失業的

水手或者是逃兵，對於警察工作一無所知。海峽殖民地警察總署在1870年代

對於其下屬歐洲警察的評價是，「這些流民是因為甚麼都不會做才加入警察部

隊的，如果再招募這些人，那麼對於整個殖民地來說都將是一場災難。」cq由

於這些原因，當地人逐漸成為了各殖民地警隊的中堅力量。

儘管當地人薪水低而且熟悉環境，但是在殖民者眼中他們卻非常「不可

靠」cr。在1879年海峽殖民地警察總署的年度報告中，一位殖民官員指出當地

警察的工資待遇已經低到了無以支撐他們日常生活的地步。為了獲取更多的

收入，幾乎所有當地警察都會接受賄賂，甚至與犯罪集團合作謀取錢財 cs。

為了避免這些隱患並節約成本，大多數殖民當局採取了「以夷治夷」的政策，

即在一個殖民地招募人員去到另一個殖民地充當警察。如此一來，因為不熟悉

當地語言，殖民警察便無法與當地人聯合起來做出不利於殖民當局的事。例

如，亞丁的警察局在1965年之前都拒絕聘用當地人，而是以阿拉伯半島上的

貝都因人（Bedouin）作為主要招募來源ct。十九世紀後半期，巴哈馬的警隊則

主要是從非洲和巴巴多斯（Barbados）招募人員構成dk。二十世紀初期，在坦

桑尼亞最大的城市達累斯薩拉姆（Dar es Salaam），殖民當局表示要將當地人從

警隊中完全清理出去dl。這種「以夷治夷」的政策在英帝國的殖民網絡中得到

了廣泛的傳播，並也在其亞洲殖民地中得到了貫徹。又因為印度被視為英帝國

在東方統治的基石，印度培訓的軍官和印度僱傭軍廣泛地分布在西起索馬里東

至上海這一廣袤的地區，以維護英帝國的經濟政治利益dm。基於同樣的考慮，

印度人也因此被招募到了肯尼亞、毛里裘斯、馬來亞等地維持當地秩序。

但在殖民者眼中，並非所有的印度人都適合被派駐到海外。實際上，當

各殖民地打算從印度招募人員去當地維持治安時，只有那些被認為屬於「軍事

族群」（Martial Race）的印度族群才會被予以考慮dn。根據美國東北大學教授

斯特雷茲（Heather Streets）的分析，「軍事族群」這個理論源自於十九世紀的西

歐，是達爾文進化論與殖民主義混合而成的產物。「軍事族群」理論認為某些

人類種族在生物體徵和文化意義上較其他種族更加擅長從事軍事活動do。目

前，學術界普遍認為在西方所創造出的「軍事族群」理論中，錫克人是一個非

常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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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錫克人是指生活在旁遮普地區以錫克教為信仰的族群dp。早

在兩次英國—錫克戰爭（the Anglo-Sikh Wars, 1845-1846、1848-1849）期間，

錫克戰士的英勇表現就給當時參戰的英國軍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英國殖民

者自那時起就深信錫克人擁有非常高的軍事素養與戰鬥精神。不過由於擔心

他們的可靠性，印度殖民當局直到1857年王公兵變前都沒有大規模地招募錫

克士兵和警察。在1857年的兵變中，錫克人並未加入印度王公領導的起義

軍，而是給予了殖民當局很大的支持，因而取得了英國人的信任。通過將他

們的好戰特質與對英帝國的忠誠結合起來，錫克人在1850年代之後被正式定

義為「軍事族群」，並充當了英帝國在亞非地區殖民擴張的先鋒dq。

與此同時，有關錫克人能征善戰、紀律嚴明的信息也在英帝國各個殖民地

之間傳播了開來。斯特雷茲有關英國軍隊和大眾傳媒關係的研究揭示了錫克人

作為「軍事族群」這一知識是怎樣在世界不同地區之間流傳的。十九世紀末至

二十世紀初，印度殖民地的英國軍官撰寫了大量有關錫克戰士優良品質的書籍

和回憶錄，以此來向外界證明他們在印度軍隊中廣泛招募錫克人政策的合法

性dr。這些印刷品在印度之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使得其他殖民地了解並或多

或少地接受了此類媒介中所試圖表達的信息——錫克人是身體強壯、耐性極

高、紀律嚴明的「軍事族群」，適合從事各種與軍事和安保相關的工作。

除了印刷品之外，英帝國殖民地之間的人員流動也給信息與知識的傳播創

造了條件。例如英國人傑克遜（Henry M. Jackson）曾在1880至1884年間擔任塞

拉利昂殖民地的警察總監，之後他被調到巴哈馬擔任殖民地秘書，並完全參考

塞拉利昂的警察制度對巴哈馬警察部門進行了改革，而且大量僱用了曾在塞拉

利昂警局工作的人員ds。與之相似，由於肯尼亞殖民地的官員大多曾在印度長

期供職，該地警察部門也是完全模仿印度的制度建立起來的dt。而在1870年

代的香港，警察總監威菲路（Henry Whitfield）堅持要求招募加勒比海地區的黑

人來充當警察，原因則是他曾在加勒比海地區服役多年，對該地黑人警察的表

現印象深刻ek。基於同樣的道理，當在印度服役過的官員被調往其他殖民地

時，他們所掌握的有關「軍事族群」的信息和知識也隨之傳播到不同派駐地。

而當這些官員一旦在新崗位上掌握了權力，他們也更願意將以往的經驗運用在

派駐地的管理工作之中。總而言之，通過印刷品和人員的流動，有關錫克人的

知識與信息得以在遍布全球的各殖民地之間傳播。因此，許多亟需加強本地治

安管理的殖民地官員對這些身材魁梧、紀律嚴明的錫克人產生了興趣。

根據上文我們可以得知，依託英帝國形成的跨國網絡在十九世紀下半葉

促進了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的流動與傳播。曾在印度服役的殖民官員將

他們在印度的工作經驗以及獲得的知識帶往其他殖民地，並使之逐漸本土

化。而印刷品在網絡中的流通則有利於各殖民政府迅速地掌握相關的知識和

信息。在本研究中，所有的這些流動並不是圍繞着母國（英國）為中心進行

的，取而代之的則是由一個個殖民地組成的跨國網絡。從這方面看來，以往

基於母國來對殖民帝國史加以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範式受到了挑戰。英帝國

不再是一個由母國（中心）與各殖民地（邊緣）的互動所構成的垂直型線性系

統，而是一個包括了母國與殖民地在內的扁平型網絡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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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學術論文 不過，上述的殖民網絡視角僅僅只能對錫克人的跨國流動提供一個由 

上至下的片面解釋。換句話說，這種由殖民者主導的人員和知識的流動僅 

僅為錫克警隊在各地的建立創造了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但錫克人本身並不

是「無聲的物體」（voiceless subjects），任由殖民者通過其網絡進行招募、培訓

及部署。在殖民網絡視角下，錫克人在移民過程中的主體性並未得到應有的

體現。

基於上述反思，本文認為在從上到下的視角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個從下

至上的視角去理解為甚麼錫克人願意移民到其他地區充當警察。自1840年代

旁遮普被英國吞併之後，該地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水利灌溉

設施、運河以及鐵路的大規模修建使得旁遮普的農作物產量大幅度提高並得

以銷往印度各地el。豐厚的利潤吸引了大量資本湧入旁遮普，土地日益被兼

併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地主手中。而作為中小農的錫克人則因為無法進行

規模生產而被逐漸邊緣化em。為了擺脫貧困，多數錫克家庭會選擇讓其家族

中的年輕男性去海外尋找工作機會，並以其收入補貼家用。借助於已有的殖

民網絡，錫克移民得以穿梭於各個殖民地之間。隨着移民的逐漸增多，各地

的錫克社群也相繼建立，連接着旁遮普和各個海外社群的錫克移民網絡也隨

之誕生。正如殖民網絡極大便利了各殖民當局的人員和信息交往一樣，錫克

移民網絡使得散居在世界各地的錫克人可以通過郵件、口信以及印刷傳媒的

方式快速共享信息，並因此影響了錫克人在移民過程中的判斷和決策en。由

於東南亞和東亞等地對於錫克警察的需求普遍較高，錫克人對於移民目的地

的選擇無可避免地引起了各殖民地之間的相互競爭，甚至從根本上改變了某

些殖民當局的招募政策。

綜上所述，錫克殖民警察在英帝國各殖民地的形成必須從殖民網絡（從上

至下）與移民網絡（從下至上）兩個視角加以分析，而這兩個網絡其實又是相互

重合、相互影響的。換句話說，包含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內的跨國網絡是

一個多層級的系統，而且各個層級之間又是存在着諸多交叉的。殖民網絡為

移民提供了必要條件和需求，而錫克移民則利用英帝國提供的便利交通和通

訊不斷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並在此過程中重新形塑了殖民網絡。下文將在多

層級跨國網絡的視角下探討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錫克警察部隊的建立與發展，

並在此基礎上展示全球史方法對於研究跨國對象的重要性。

四　從維多利亞港到新加坡河：流動中的錫克警察

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1839-1842），印度士兵就被派往了中國作戰。

但這些印度士兵大多數並非「軍事族群」，而是來自馬德拉斯（Madras）或孟加

拉邦（Bengal）的農民。隨着戰爭的結束以及《南京條約》的簽訂，香港島被割

讓給了英國，而一些印度士兵也作為戍衞部隊留在了香港。最早的香港警察

部隊正是由這些印度戍衞士兵以及一些英國水手組成的eo。然而，殖民當局

很快便發現這些人完全不適合從事警察的工作 ep。1860至1870年代擔任港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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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麥當奴（Richard MacDonnell）將香港的警隊形容為他有生以來所見過的最為

腐敗低效的組織。對於警隊表現的不滿以及對太平天國運動可能在香港造成

騷亂的擔憂促使麥當奴下決心徹底改革香港警隊eq。

正當麥當奴為如何改進香港警察部隊一籌莫展時，原印度信德邦（Sind）

警務處副總監克雷（Charles Creagh）於1866年底被任命為香港警務處副總監。

由於克雷在印度任職期間對他手下的錫克警察印象非常深刻，他立即建議麥

當奴從印度旁遮普地區招募一些錫克人來港擔任警察er。麥當奴於1867年5月

批准了克雷的建議，此後兩年共有約二百名錫克人從旁遮普被招募至香港充

當警察es。儘管有報導稱這些錫克人完全無法勝任一些日常的警務工作，但

他們在鎮壓暴亂和震懾犯罪份子方面的作用卻得到了廣泛的認可et。除此之

外，殖民當局發現錫克警察在夜晚巡山、看守囚犯以及駐守政府建築物等方

面也有着不錯的表現fk。在之後的八十年中，香港警隊中的錫克人基本就從

事着上述的工作fl。

在香港引入錫克警察大概十年之後，海峽殖民地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以對其境內日益惡化的安全形勢進行評估fm。1879年，該委員會向殖民政府

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全面改革海峽殖民地的警察部隊，改革內容包括建立

警察學校以提高警察的教育水平、組織水警以消滅海盜、提高警員工資等

等。在警隊人員組成方面，委員會認為殖民當局應當從倫敦招募具有豐富經

驗的警官並且僱用一定數量的錫克人fn。殖民地總督當即同意了這些建議，

並正式向倫敦申請調派一位在印度供職、了解錫克人習性的警官來擔任海峽

殖民地警察局的助理署長fo。1881年，在這位助理署長的帶領下，165名錫克

人陸續抵達新加坡和檳城fp。由於這批錫克警察的到來，海峽殖民地警察部

隊的整體表現在短短三年間得到了極大的提升fq。

但像許多其他殖民地的情況一樣，錫克人在剛到新加坡等地時並沒有像普

通警察般被部署在街道巡邏。他們被要求居住在軍事化的營房中，主要負責鎮

壓暴亂、守衞政府機關、押送運鈔車等任務。數年之後，隨着錫克人逐漸熟悉

了當地社會文化，他們才逐漸地出現在新加坡的各主要街道上負責執勤fr。

乍一看，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在招募錫克警察一事上似乎並沒有太多的交

集。至於為甚麼這兩個殖民地都選擇了招募錫克人來當警察，學者更多地指

出了兩地在社會背景上的相似之處：首先，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在十九世紀下

半葉都存在着影響力極大的秘密社團，這些秘密社團所從事的走私和暴力犯

罪等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威脅到了殖民當局的統治。為了更有效地遏制秘密社

團，兩地政府都迫切地希望加強自身的警備力量fs；其次，因為從歐洲本土

招募而來的警察既昂貴又不適應當地環境，殖民當局嘗試招募馬來人和來自

印度南部地區的人充當警察ft。然而，英國人很快便發現馬來人和南印度人

不能勝任警察的工作。香港政府的報告指出南印度人非常易於接受賄賂並時

常與本地人發生衝突gk；海峽殖民地政府則認為南印度人和馬來人無法處理

複雜的案件gl。此外，兩地殖民當局均認為華人因其與當地秘密社團緊密的

關係而不應被招募進警察部門gm。1872年海峽殖民地立法委員會的一份備忘

錄聲稱：「華人因其太過緊密的裙帶關係而不應被聘用為警察。」gn僅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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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之後，香港警察總監梅理（Charles May）告訴警備委員會他絕不會在警隊中聘

用華人go；再者，香港和新加坡的居民主要以華人為主，而華人對於身材高

大、滿臉鬍鬚、戴頭巾的錫克人又存在着普遍的恐懼心理。因而為了更有效

地控制當地華人，兩地似乎不約而同地決定部署錫克警察gp。

儘管上述兩地的相似性可以部分地解釋香港和新加坡錫克警隊建立的原

因，但殖民地之間的聯繫以及這些聯繫對各地產生的影響卻被學者所忽視。

實際上，就像英帝國其他地區一樣，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殖民地之間的人

員、情報和制度的交流也是非常頻繁的。當香港警察局在1883年聲稱要招募

一位警官時，海峽殖民地向香港推薦了在新加坡供職並具有專門法律知識的

一位候選人gq。儘管香港警察局認為該候選人因為不懂華語而無法勝任該工

作，但還是決定聘用他，條件是他需要在一年之內掌握華語gr。在另一個例

子中，海峽殖民地警務處的督察馬克思維爾（Richard W. Maxwell）在1883年被

調任到了香港擔任警務處總監gs，而其升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在1879年

的一場暴動中率領約二十名錫克警察成功地驅散了人群gt。此外，他在新加

坡時也積極提議讓半軍事化的錫克警察執行民事巡邏任務hk。

另一方面，海峽殖民地的警察也受到了來自香港的影響。1870年，時任

署理港督威菲路向海峽殖民地推薦一位警官賴斯（Fitzroy Rice）。在推薦信

中，威菲路強調了賴斯在香港供職時的優異表現，希望海峽殖民地能夠考慮

讓他擔任檳城警隊的副署長一職hl。在1890至1891年期間，海峽殖民地計劃

增強其警備力量，並因此從香港招募了約五十名華人警察hm。由於香港當時

在每日晚間10點30分之後便施行宵禁政策，從而有效地降低了犯罪率，海峽

殖民地當局也隨之仿效，並在1895年完全引入了香港的這套制度hn。

上述的這些互動和交流也自然影響到了兩地在招募錫克警察時的決策。

據前文所述，克雷早在1868年就將錫克人招募至香港警隊。由於在阻遏犯罪

和鎮壓暴亂方面表現非常出色，香港政府對於錫克警察感到滿意。1878年港

督軒尼斯（Pope Hennessy）在一份致辭中表示香港警察是英帝國殖民地中最好

的，而錫克警察則是整個警隊的基石ho。錫克警察在香港的表現後來甚至被

寫入了教科書中，以供其他殖民地官員參考hp。由於這樣的宣傳效果，各地

紛紛仿效香港警務處的機制，並開始招募錫克警察。正如英國阿伯丁大學

（University of Aberdeen）教授傑克遜（Isabella Jackson）所說：「如果印度是英帝

國在印度洋地區從事殖民活動的一個中心的話，那麼香港則是其在遠東殖民

擴張的另一個中心。」hq

海峽殖民地的錫克警察部隊正是仿效香港而組建起來的。1870年代末，

由於海峽殖民地的警察部隊非常腐敗和低效，要求改革的呼聲不絕於耳hr。

又因為香港與海峽殖民地在人口構成以及環境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兩地警察

面對的挑戰也大同小異，海峽殖民地當局便將注意力轉向了香港，試圖尋求

一些能夠改善當地治安的良方hs。得益於兩地頻繁的交流互動，海峽殖民地

的官員對於香港警隊的情況了解得相當充分。早在1868年香港警隊開始招募

錫克警察時，海峽殖民地當局就已經開始關注這一試驗。兩年之後，就關於

是否也在新加坡部署錫克警察進行討論時，無論是支持方還是反對方都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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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錫克警察的表現作為論據。支持者認為錫克人有效地維護了香港的治

安；而反對者則堅稱香港的錫克警察對於警務工作一無所知，他們的工作會

加深本地人與殖民當局間的矛盾ht。在1870年代，香港警務處計劃招募華人

警察以增強其實力。這一消息很快便傳到了新加坡，政府就是否也在海峽殖

民地引入華人警察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ik。

實際上，在十九世紀後期，海峽殖民地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將香港作為一

個模版來看待。儘管某些殖民官員對於這種過份崇拜表達出了憂慮，但大多

數海峽殖民地的官員仍然在之後數十年中視香港經驗為瑰寶il。由於長期受

到「崇港」思維的影響，當1879年海峽殖民地決定改革其警隊時，負責籌備改

革事宜的警備委員會自然而然地將注意力轉向了香港。經過一番調查，警備

委員會發現香港警隊是由西捕、華捕和印捕（錫克警察）三種人員構成，而這

種混合編制不但提升了警隊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減低了成本和警隊內的腐

敗。認識到這些優勢，警備委員會立刻建議當局以香港為模版對海峽殖民地

的警隊進行全方位的重組im。又因為當時的海峽殖民地警隊中已經有了西捕

和華捕，所以引入錫克人便成為了整個重組計劃的重中之重。在參考了香港

錫克警察的表現之後，警備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都認為在海峽殖民地引入一

定數量的錫克警察是利大於弊的in。至於新招募警察的工資，警備委員會也

參考了香港的情況，建議給予歐洲警員的月薪與香港持平，即40至100墨西

哥銀元，而給予錫克警員的薪金則略少於香港，維持在每月9至30銀元io。

由於錫克移民網絡的存在，各地警員薪金水平的信息很快便傳播到了各

個錫克聚居區。在得知新加坡提供的薪水要少於香港之後，愈來愈少的錫克

人選擇新加坡作為他們的移民目的地。到了十九世紀末，由於香港在酬勞上

的優勢，在新加坡工作的錫克警員日漸不滿，要求漲薪的呼聲此起彼伏 ip。

為了避免發生警察罷工的事件，新加坡政府於1900年決定改革原有政策，全

面提高錫克警員的福利水平。這一消息很快便通過移民網絡在錫克人之中傳

播了開來。香港的錫克警員隨即向當局表達了不滿，並認為他們也應當享有

與新加坡相同幅度的薪金增長。為預防警隊士氣受損以及錫克警員流失，香

港當局最終在1901年同意為錫克警員加薪iq。

隨着錫克警員數量在香港和新加坡的不斷增加（表1），兩地都出現了規模

達數百人的錫克社群。為了使這些錫克人盡快融入當地生活並開展工作，專

為錫克人設立的警察學校以及錫克廟（Gurdwara）相繼建立。跨國網絡中的知

識和信息流動在這些設施的建立過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1　香港與新加坡的錫克警員數量，1890-1930年

1890 1900 1910 1920 1930

香港 227 366 378 477 750

新加坡 229 310 378 375 552

數據來源：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	Online	(1842-1941),	http://sunzi.lib.hku.hk/hkgro/

index.jsp;	CO	275	series,	Annual	Reports	o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Polic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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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學術論文 香港的錫克警校在1868年創立，起初主要教授射擊、英語和華語課程ir。

之後的數十年間，學校規模不斷擴大，而教學內容也擴展到擒拿術、警務常

識、醫療急救等方面is。這種錫克警校模式通過人員和信息流動傳播到新加

坡。當新加坡籌備建立錫克警隊時，警備委員會參考了香港的模式，建議當

局也建設一所學校用作專業技能和語言的培訓it。殖民政府接受了這一建

議，在1881年為新招募的錫克警員單獨設立了一所警校。而警校的培訓內容

則是完全模仿香港的經驗，以射擊和語言課程為主，輔之以警務常識教育jk。

由於錫克民族是一個宗教民族，錫克教在其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極其重要

的角色，因此錫克教的宗教儀式和習俗也被移民帶到了新的聚居地。但由於

資金上的限制，在整個十九世紀後半葉，海峽殖民地和香港的錫克社群都沒

有正規的錫克廟供信徒進行宗教活動。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

海峽殖民地的錫克警員計劃於1900年前後在檳城興建一座錫克廟。檳城修建

錫克廟的消息迅速通過錫克移民網絡傳播到了新加坡、香港和馬來亞半島，

各地的錫克社群對此給予了熱烈的回應並發動了募捐，其中香港一地的錫克

社群就捐贈了600港幣。1901年錫克廟建成之後，檳城迅速成為了東南亞錫克

移民進行宗教活動的中心jl。鑒於檳城的錫克廟極大地增強了東南亞錫克移

民的凝聚力，更讓他們得以進行頻繁的宗教活動，香港的錫克人也開始籌劃

建立一座錫克廟。1902年，香港的第一座錫克廟在灣仔落成，建築資金除了

在香港的錫克人之中募集外，也得到了海峽殖民地錫克移民的支持jm。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連接了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的跨國網絡

促進了人員、機制和信息的流通，並因此為錫克警隊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現

和發展創造了條件。一方面，這種流通不僅僅影響了殖民當局建立錫克警隊

的決策，更為新加坡和香港兩地錫克警隊的發展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另一方

面，上述跨國網絡也被錫克人用來相互聯絡與幫助，共享移民信息，優化自

1902年，香港的第一座錫克廟在灣仔落成。（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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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移民時的選擇。而錫克人的移民選擇反過來又影響了殖民地警隊的構

成，並促使各殖民當局根據錫克人的需求而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

隨着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興起，跨國網絡對於各殖民地

政策的影響逐漸擴展到了政治領域。民族主義者開始通過跨國網絡傳播反殖

民主義思想，甚至在各殖民地建立起反英團體。以下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民族主義是如何透過跨國網絡來運作的。辛格（Bhagwan Singh）於1910年到

馬來亞霹靂州（Perak）的錫克廟擔任神父。但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便因向當地

錫克移民宣傳反英思想而被當局解職。通過其他錫克移民的介紹，他被邀請

到香港擔任錫克廟的神父。不久，香港政府便發現他並不專注於向錫克移民

講解錫克教，而是通過曲解錫克教教義鼓動信徒從事反英活動，因此在1913年

將其辭退。辛格在1913年離開香港，利用移民網絡的關係前往加拿大溫哥

華，並在當地組織民族獨立運動，在數月之後因顛覆政府罪被要求離境。但

他並未回到印度，而是去了巴黎繼續從事印度民族解放運動jn。

實際上，辛格的行動軌迹在當時的印度民族主義份子之中非常普遍，並

因此給各殖民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政治風險jo。錫克警察作為維持殖民地治

安的骨幹尤其受到了民族主義者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殖民當局的關注。民族主

義者嘗試鼓動手握武器的錫克軍警從事反英運動，而殖民當局則加緊了對於

其下屬錫克警隊的監控，並逐漸以本地人取代錫克人充當警察。這種監控與

替代並行的策略直到二戰爆發才告結束jp。

在二戰中，香港與新加坡相繼被日本佔領。為拉攏印度民族主義者，大

多數錫克警員得以繼續留在警隊供職。戰爭結束之後，英國恢復了在兩地的

殖民統治。由於戰時曾與日本人合作，一些錫克警員受到了戰爭法庭的起

訴，但大多數人則免於刑罰並回到了旁遮普。1947年印度與巴基斯坦從英國

統治下獨立，居住在印巴兩國境內的錫克人也不再受英帝國管轄。基於這樣

的原因，英國各殖民地也因此放棄了招募錫克警察的政策。至此，歷時近

八十年之久的錫克警察制度走向了終點。

辛格在港期間通過曲解錫克教教義鼓動信徒從事反英活動（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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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2月，上海工部局巡捕房緊急要求當局為其錫克警察加薪。其給

出的理由是，巡捕房中的錫克警察因為獲悉香港錫克警員的薪水得到了提升

而心生不滿，計劃罷工。為了安撫錫克僱員並維持上海在錫克人招募市場上

的競爭力，工部局同意為其錫克警察加薪jq。而根據上文我們可以得知，香

港為其錫克警員加薪的決定又是迫於新加坡方面的加薪政策而作出的。實際

上，本文所要強調的就是這種跨國網絡下的多層級互動，以及這種互動是如

何影響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行為決策的。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鐵路、遠洋輪船以及電報等交通通訊工具得

到了大力推廣。運輸工具可以在短時間內將人員輸送到海外，而電報等通訊

工具則為不同地區之間的信息共享提供了平台。得益於這些技術，原本鬆散

的英帝國各地區間的聯繫逐漸緊密了起來。英國軍官通過鐵路和輪船等交通

工具頻繁地穿梭於殖民地之間，殖民管理經驗也隨着這些殖民官員的流動而

傳遞，而電報和印刷品的流通則使得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了解得以加深。正是

在這個背景下，有關「軍事族群」的知識、使用錫克警察的經驗以及招募錫克

人的信息才得以在新加坡和香港等地傳播開來。而錫克人則充分利用了現代

交通通訊技術，大規模地移民海外從事經濟、宗教和政治活動。錫克人的跨

國流動，不管在經濟社會層面上還是政治層面上，又反過來影響了殖民當局

的政策制訂與實施。

本文認為，在這樣一種跨國聯繫日益緊密的背景下，仍然僅僅關注殖民

地母國（中心）與殖民地（邊緣）之間的線性互動就顯得有失偏頗了。全球史研

究方法所倡導的跨國網絡視角有助於更加客觀地展現殖民帝國的運行機制。

本文更強調，跨國網絡視角不應只限於以自上而下的角度，去研究殖民者是

怎樣通過跨國互動來實現殖民地治理的；還應該包括一個自下而上的角度，

探討被殖民者的跨國流動是怎樣塑造了殖民帝國及其網絡。這種多層級的全

球史研究不僅僅是要在地理上將殖民地母國邊緣化，更重要的是要將「沒有歷

史的人民」從歐洲中心主義的敍事框架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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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裏所謂的「多層級網絡」，一方面是指在這一網絡之中流動的因素非常多樣

化，即包括了人員、商品、知識與制度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也表明這一網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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